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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浩青，男，1935 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化学系。中科院院士，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1952

年起任复旦大学化学系副教授，1961 年任复旦大学化学系教授，兼系主任。吴浩青是中国电化学

研究的开拓者之一。1957 年，他筹建了研究双电层结构、电极表面性质的实验室，这是我国高等

院校第一个电化学实验室，成为我国电化学研究和培养人才的重要基地。他对电池内阻测量方法

做过重要改进。对中国丰产元素锑的电化学性质做过系统研究，利用微分电容－电势曲线确定了

锑的零电荷电位为-0.19~0.02 伏，校正了文献数据并得到国际公认。在高能电源锂电池(Li/CuO

电池)的研究中提出了颇有创见的嵌入反应机理，修正了前人的观点并得到国际上的确认。1980

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第一排左六为吴浩青 

百年复旦  悠悠化学 

  我于 1935 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化学系并留校做助教，1952 年院系调整时到了复旦，我进来的

那一天是农历的八月十五，正是四十七年前的这一天复旦大学成立，所以我印象特别深刻。那一

年我 38 岁，今年我已经 91 岁，转瞬之间已经半个多世纪了。那年院系调整一共有七个大学的化

学系合并进来，包括同济大学、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沪江大学、震旦大学、大同大学等。

这次合并是属于强强联合，许多大师齐聚复旦，由此复旦的实力大大加强，实现了它的第一次腾

飞。当时复旦的科系还比较少，但调整却比较大，浙江大学的两位数学大师都来了，一位是苏步

青校长，另一位是陈建功教授，当时学校还专门为他们建了一前一后两栋房子。化学系也来了许

多大师，浙江大学的吴征铠、陈耀祖先生都来了，吴征铠先生还作了系主任。进来的还有浙江大

学有机化学有很有名的朱子青教授（现在他已经过世了）、交大的顾翼东教授。当时化学系也是

七个大学的学生组成的，我们分四个教研组，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分析化学、物理化学，现在

的高分子系当时属于有机化学。当时我们以教研组为单位进行工作，我发现当时教研组很起作用，

因为我们备课要大家讨论，比如我讲物理化学，我要讲一讲我怎么备课，大家都非常认真，讲完

http://www.fudan.org.cn/?attachment_id=3699


以后又讨论，在讨论中间我们能发现很多东西，自己也提高不少，那时候我们是达到了信息、资

源的共享，这对教学非常重要。现在的老师因为还要搞科研，所以也就没有教研组了。但院系刚

调整后还没有科研，所以我们对教学非常重视。科研是 1955 年才开始的，复旦从那时起才开始招

收研究生，我也是那时才开始搞一些科研工作，我记得第一篇文章是《钢在海水里的腐蚀》，因

为海水里面含有氯离子，深海的氯化钠较多，浅海的较少，氯离子会让金属很快腐蚀，我们刚开

始就是做这个研究。这篇文章是《化工学报》第一期第一篇文章，我感到非常骄傲，因为那是我

们在困苦环境中奋斗的结晶啊。 

  1955 年我们最感动的一件事是，市里给了我一笔钱让我到国外买仪器，筹建化学实验室。这

在当时很不容易，因为当时建国还没几年，正需要建设我们的国家，政府经费本来就很紧张，外

汇也很少，但当时他们还这么重视教育，在政策上还这样照顾我们，所以我很感动。除了到国外

买仪器外，国家还利用仅有的资源为我们建造实验室，原来我有一个铜丝网的实验室，所有的实

验仪器都在一个小房间里，房间的前后左右都是铜丝网，铜丝网就是屏蔽电磁干扰用的，人就再

里面工作。就连实验室的那个门都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当时建这个实验室也很不容易，因为当

时这些仪器、材料都是国家控制的，物资本来就很匮乏，国家能给我们、给复旦这样的优惠确实

很不容易。 

  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现在的复旦不但学科齐全、资源丰富，而且科研设备先进、校园优美，

比起以前有很大的发展了。就拿化学系来说，近几年国家投资几千万新建了化学楼，购买了许多

新仪器，我们的实验条件和科研水平都有很大进步。在经历了百年的风雨后复旦也有了深厚的文

化底蕴，如同它的名字一样富有诗意。在幽静的林荫道上有陈望道、谢希德等老领导的脚印；在

爬满常青藤的老式房子里，有苏步青、谈家桢等大师的故事。复旦的每一个路名、每一栋建筑都

有它的来历，都有隐藏在它背后的故事。比如相辉堂就是为了纪念马相伯、李登辉两位老校长；

望道路是纪念近代教育家陈望道先生。这些都是在不知不觉中让我们体味复旦的深厚的文化沉淀

和浓郁的人文精神。 

自强不息   永争第一 

  复旦不但历史悠久，化学系不但大师云集，而且我们在科研方面也永远走在国内甚至国际的

前列，在许多方面都取得了举世注目的成绩，因为虽然我们的条件不是太好，但我们有着“日月

光华，旦复旦兮”那样一种自强不息的精神。 

  1957 年我在复旦建立了我国高校第一个电化学实验室，由此这里成了中国化学人才的培育基

地。也是这一年我担任化学系的教授兼系主任，当时我做的题目是双电层结构，它是非常理论性

的课题，其中用到的交流叠加等方法，这个实验看起来很简单，但实际上要操作得到准确的数据

是很不容易的，一是因为需要屏蔽干扰，我们知道交流信号变化很迅速，你要测出信号一定要经

过好几次放大，在放大的时候又会干扰你的测量，所以要把握这个尺度很不容易，另一方面我们

做这个工作需要一台标准电容箱，但国内还没有，需要到国外去买，但我们在苏联方面又遇到一

些困难，所以我们第一台标准电容箱是从匈牙利买来的。要做双电层结构又要先测量锑的零电势，

当时苏联已做了部分工作，并且在十多年的时间里，他们的三个院士先后得出了数据，但他们三

个人测出的数据都各不相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大胆的做实验，克服种种困难，首次测出了准确

值。当时国际上认为苏联的三个数据中应该有一个是对的，但我看了后说三个都不对，后来苏联

第四个人来看我们的数据他也不相信，因为我们的跟他们三个的都不相同，后来他用另外的方法

（不是我们交流叠交的方法）重新测量，测出的数据跟我们的非常接近，这说明我们的数据是非

常可靠的。1963 年我们将结果发表在《化学学报》上，得到了世界的公认，并载入国际电化学专

著，这对我们的事业是一个莫大的鼓舞。我的科研工作也就是从这里开始。 

  我从 1955 年开始做了一些金属腐蚀、化学电源等电化学方面的工作，1957 年起又对锑的性

质做了系统的研究，因为锑是我们国家的一个丰富资源，但当时我们对它的了解还远远不能与产

量匹配，所以我们很想开发它的用途，这需要我们从理论上系统的研究它的性质，因为只有系统

的研究它的性质才能考虑它的应用。我们这一切都是为国家来考虑，希望能将它运用于生产。当

时我们还做了很多其他有关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的研究，即使有些是无名无利的我们也毫不犹豫

的承担下来。只要是国家急需的科研项目，我们都会毫无保留、全力以赴。 



  我们就是在做锑的研究时将电化学实验室建立起来的，因为这个实验对实验条件、实验精度

都要求比较高，要屏蔽交流电场的干扰，所以要准确测量数据实际比较困难，不像现在的仪器已

经将电场的干扰考虑进到。但在当时艰苦的条件下我们做到了，而且比有着先进仪器、优越条件

欧美做得更好。也就是在这个实验室里，在八十年代，我们又提出了高能电源锂电池的嵌入反应

机理，纠正了前人的错误，并得到国际电化学界的公认，在几十年的科研中、在当时的条件下，

我们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辉煌，如果没有一种自强不息的精神是不可能达到的。 

  我进入复旦的半个多世纪来，复旦大学的校园越来越漂亮，实力也越来越强，我的生活也是

越过越充实。老一辈的从这里走过，现在新一代的又成为科研的脊梁。在我的学生中有三位已成

为中科院院士，这对一个老师来说已经很满足了。现在回想起五十多年来的历程，我没有彷徨、

没有矛盾，我把讲台、把实验室当作了我乐趣的所在，所以有人说我是一个快乐的教书匠。如果

命运让我重新选择的话，我想我仍然会选择做老师。现在我虽已是年届九十，但我不服老，在别

人惊讶的目光中我还进实验室、开组会，因为这是我的乐趣之所在，我舍不得那里。 

承先驱志   任重道远 

  正如我以前常引用的一句话：“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科研

事业就像奥运的火炬，需要年轻的一代来继承，但要我们永远走在学术的前列，要我们创造出新

的辉煌，这确实需要年轻的一代更加努力地去奋斗。 

  我在化学系工作了 60 多年，我认为化学是一门实验性很强的科学，所以实验对化学非常重要，

如果你不做实验结果从哪里来呢，所以无论测量、分析都要亲自动手做实验。我们化学系要懂得

搞科学理论还应懂得搞技术，我们不能忽略动手能力，再好的结果都是用手做出来的，你光用脑

筋想一想是不行的。所以我希望我们化学系的同学动手能力一定要强。我现在看到有些老师不大

自己亲自动手，因为他们要搞项目、跑经费等等非常忙。所以实验就让学生去做，做了以后给他

汇报汇报情况就是了，这样可不行。如果老师不自己亲自动手那第一手材料你拿不到，第一手资

料都不知道还怎么去指导学生呢。所以我一直比较注重这方面，一直自己亲自动手做实验，即使

快 90 了我也经常是一整天呆在实验室，与学生在一起是我最大的乐趣，这也许就是所说的“教学

相长”吧。说起这种习惯，还是因为大学毕业以后我从师周侯博老师，他严谨的治学给我的影响

很大。我跟他一起做化学实验，并做他的助教。当时我做有机化学方面的研究工作，并教物理化

学的实验，批改物理化学的作业等。很可惜的是后来周老师生病了，到台湾去，最后病逝在台湾。

现在他的子女事业都很强，毕业后在清华大学搞生化研究工作，前几年周先生的女儿捐了 1000

万人民币在浙江大学建了以他父亲名字命名的化学楼，不过遗憾的是我还没时间去看看。我认为

不管导师有多忙实验一定要亲自做，即使行政工作再多，也要挤出时间和精力进实验室。学生也

要重视实验能力，尽量多做实验增强自己的动手能力。在这方面化学系的同学很有优势，因为化

学系每两三个同学就有一个导师，如果我们能经常到导师的实验室去一下，看看导师做实验，一

定会受益匪浅。 

  除了要注重动手能力外，我还认为基础对我们也非常重要。举例说我以前读了一门热力学，

是王淦昌先生教的，他就是中国原子弹之父，曾在德国留过学，他留学时根本没什么原子弹，那

时我们读书时也根本没听说过这个词，但他后来研究原子弹去了，基础不扎实能行吗。只有基础

扎实才能触类旁通，才能很好地面对新情况，才能成为大师。 

  我记得我们上学时还没有什么高分子学科，但后来它又分出去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这一分

出去后就把学科分得比较细。正是这种情况，所以现在也很难有能像以前那样雄视全局的大师了。

2003 年，中国现代数学的开创者苏步青先生逝世，我就说过现在很难出现像他那样文理皆通、学

贯东西的大师，很可能会出现大师的断层，这种情况也是科学界最害怕的。还有一个例子，我读

书时的生物老师白老师，当时是生物系的系主任，他后来从浙江大学调到中科院去了，后来当了

生物物理研究所所长。他现在已经 101 岁了，但还在实验室做实验。他读书时根本没有什么生物

物理，生物就是动物学、生理课程等，生物物理是科学的一个分支发展起来的。他后来做生物物

理研究所的所长时，要牵涉到物理方面，物理中又要用到数学，这一切都是他自己去自学的。这

也需要很好的基础，所以我一直要求既要有很强的动手能力又要有扎实的基础。 

  现在复旦有很多各种各样的讲座，也有许多实践活动，学校还开设了不同学科的选修课程，



这对于学生打下扎实的基础很有好处。我们可以选一选不同学科的课程，比如我们虽然学化学但

可以多学一些数学、物理方面的知识，还可以学一些艺术类的，这样就可以拓展自己的知识面，

虽然有些知识现在可能还用不着，但以后你会发现知识面窄了，自己无论在科研还是工作上发展

的潜力都很有限。我们以前没这样好的条件，但仍然有许多人通过自己努力成了学贯中西的大师。

现在你们生活在这样优越环境中，一定要好好把握。 

  当然一个人要有所作为还要有远大的志向，以前有一本书专门介绍诺贝尔奖得主的故事，他

们中大多数都是很早就立下志向，并且在年轻时代就做出了一定的成绩，我想我们年轻的一代就

应向他们学习。现在的学生有些毕业后就转出基础学科专业，但有些也很有志向，有的准备出国，

他们始终想着他们的目标奋斗，非常刻苦。比如他们写论文，考GRE等等，我们的科学事业就是需

要这样的人才，我也相信他们的人生将因为有明确的目标而更加精彩。 

  我是 1957 年 12 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目睹了新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的逐步繁荣富

强，作为历史变迁的见证者，我相信党，相信在它的领导下我们会创造出更多的辉煌。现在我还

很欣慰的看到有许许多多的大学生党员，复旦大学的学生中党员的比例比较高，特别是研究生中

间有很多党员，他们都是学生中的佼佼者，我们国家的事业是依托在党的身上，也是依托在他们

身上。所以入党不但是要求我们上进，还是要求我们对社会担起更多的责任。我们应该作为国家

建设的参与者，入党后我们更应该处处为国家着想，就像我们以前为了国家而搞锑的研究一样。

但我们无论我们是党员还是非党员，我们都必须先把自己搞好，因为我们都是社会的一分子，每

个人把自己搞好了，我们的社会也就好了。这也是我对你们所有人的期望。 

  现在我的子女有的在国内有的在美国工作了，他们都没有继承我的事业搞科研，但我也并不

怪他们，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志向，我不会把我的爱好强加给他们，就像我从不要求我的每位

学生将来都要搞科研一样，只要他们能找到自己喜欢的事业就够了。在我的学生中有些成了教授，

有些是总工程师，还有的是研究所所长，不管他们选择什么我都会为他们的成功而高兴。如果要

说我对现在的年轻一代有什么要说的话，我想可以用我以前给《科学时报》写的十六个字来概括：

“学无止境 永不自满 严谨治学 求真创新”。 

  “日月光华，旦复旦兮”，百年的复旦群星璀璨，满溢光华。曾经，有无数的人为复旦献出

青春，撒下汗水；将来，还会有。我相信在以后会有无数的大师、无数的精英从这里走出，也会

有无数的大师、无数的精英为这里添彩。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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